
对考古学的无限追求和无私奉献
———“商周田野工作坊”系列论文读后

刘 绪 (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)

七 、八月 ，盛夏 ，烈日炎炎 。 在考古界有这样几

位青年学者 ，他 （她 ）们利用暑假及考古工地间歇的

时间 ，自发组成 “商周田野工作坊 ”，经费 AA 制 ，连

续五年 ，冒着酷暑 ，到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七省进

行考古考察 。每次考察之前 ，都要先明确考察目的和

涉及的学术问题 ，并做适当的资料准备 。他们白天勘

察现场 ，观摩实物 ，晚上不顾每天的筋骨之劳 ，还要

座谈讨论 ，交流收获 。这在学术氛围比较浮躁的当下

是难能可贵的 。有付出就有收获 ，下面一组文章就是

他们各自收获的一部分 ，我拜读之后 ，亦有所得 ，兹

写出与大家分享 。

《试论遗址地貌的后生变化 》一文属环境考古方

面 ， 文章的重点是谈遗址本身地貌的历时变化及在

聚落考古中的重要性 ， 与常见的论述遗址与周围古

环境状况的文章有所不同 。 显然 ， 这是研究聚落变

迁 ，复原聚落当时地貌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，对此 ，

文中列举一些实例进行了具体论述 ， 相信读者阅后

会得到启发 ，有所收获 。 到目前为止 ，考古界对遗址

地貌变化关注的学者并不多 ， 有关这方面研究成果

的稀缺就是最好的说明 。 即使在为数甚多的考古发

掘报告中 ，亦仅见残破不全的遗迹现象 ，至于局部地

貌破坏了多少 ，当时地面的高度如何 ，哪怕推测性判

断也甚少涉及 。 一道防御性壕沟 ，如果太窄或太浅 ，

便失去了防御的功能 ， 想必上部破坏甚多 ； 一座陶

窑 ，如果仅存火膛部分 ，说明其上部的窑室被全部削

毁 ， 削去的厚度少说 1 米左右 ； 一座规模稍大的墓

葬 ，如果不到 1 米就见人骨 ，那就有违古人 “上勿通

臭 ”的规矩 （《墨子·节葬 》），当初一定深得多 ，等等 ，

类似现象还有 ，不遑一一列举 。 这都属当初地貌的变

化 ， 都需要根据现存状况进行大致复原 ， 以贴近真

实 。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 ，真正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地表

（或地面 ）也能遇到 ，但比较而言 ，更多见的是被破坏

后的截面 。 当时的地面既已被毁无存 ，可以想象 ，当

时地面上的所有设施也都随之消失 ， 现存的聚落结

构显然是不完整的 ， 这是从事聚落考古研究时必须

考虑的问题 。 如上举仅存火膛的陶窑 ，也许在其附近

当时的地表还建有工棚等制陶设施 。 总之 ，在探讨聚

落结构与变迁时 ， 根据遗址各方面现存状况对遗址

当初地貌进行复原是非常重要的 ， 应该引起足够的

重视 。

《试论夏商周考古中 “文化 ”概念的阶段性差异 》

一文是针对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文化内涵的不同 ，就

各自文化的概念展开的讨论 。 从夏商周考古涉及的

研究对象来看 ，愈晚愈复杂 ，物质文化如此 ，文字材

料和文献材料也是如此 ，阶段性差异比较明显 。 夏与

早商的研究对象接近于新石器时代 ，但也有不同 ，如

这一时期出现了较多的青铜器等 。 晚商和西周又增

加了丰富的文字材料 ； 东周时期又有较多的文献资

料不能忽略 。 无论哪个阶段 ，在用各方面材料论证某

一问题时 ，仍有如何把握的问题 。 如在夏商文化分界

的讨论中 ，因无 “自认 ”是夏与早商的文字材料出土 ，

西方多数学者不承认夏与早商的存在 ， 反对把某考

古学文化称为夏文化或早商文化 。 而中国绝大多数

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晚商甲骨文相关内容 ， 则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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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王朝和早商王朝是存在的 ，自然 ，其考古学文化也

是可以探讨的 。但在具体论证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时 ，

又出现了分歧 ，同样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 ，所得结

论却大不相同 。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，除客观条件

之外 ，其中方法与认识是主要方面 。 所以 ，正如本文

所言 ，在具体研究中 ，对不同时期 “文化 ”的内涵应持

有清醒的认识 ，对不同时期史料特点的恰当评估 ，和

对不同层面 “文化 ”的独立研究 ，乃是整合研究的前

提 。

夏商文化认识的不确定性是由各方面材料决定

的 ，方法与认识正确合理 ，结论则更贴近实际 ，但仍

然达不到周代的程度 。如到周代 ，文献记载周人灭商

后大举封邦建国 ，而考古资料 ，尤其是伴出的青铜器

铭文 ，可以证明文献记载不虚 。如北京琉璃河遗址的

燕侯墓地 、山西天马-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 、河南浚

县辛村的卫侯墓地 、湖北随州叶家山的曾侯墓地 ，等

等 。 虽然这些墓地所在的地区于西周早期突然出现

大量周文化因素陶器 ，但是 ，如果没有青铜器铭文材

料的出土 ，仅据陶器等考古学文化遗物来探讨国别 ，

结论可能与夏文化探讨近同 。

《对夏商三都年代与性质的看法 》一文所论属三

代考古研究中的热门问题 ， 其中商代二都———殷墟

与洹北商城密切相关 。在洹北商城没有发现之前 ，殷

墟作为盘庚以来的都城学界基本没有分歧 ， 上世纪

末 ，在洹水流域的区域考古调查中 ，于洹北花园庄一

带发现一处面积达 150 万平方米的遗址 ， 并出土了

稍早于殷墟一期的青铜器 。 发掘者将洹北花园庄遗

存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， 我们当时认为其早段可能与

河亶甲之相都有关 。 之后不久又相继发现了夏商时

期规模最大的建筑———一号宫殿式建筑以及大城

（未完工 ）与宫城等 ，遂称为洹北商城 。 大城面积达

400 万平方米 ，是偃师商城的两倍多 ，兴建规模如此

宏大的城邑 ，进一步证明这里应该是一处商代都城 。

洹北商城的性质 ，有不少学者认为是盘庚所迁之殷 ，

传统的殷墟则是武丁所迁之都 。 究竟是相 ？ 是殷 ？ 现

在看来 ，不能泛泛而论 ，洹北商城早 、晚段各自遗存

的丰富程度如何 ， 即何者与都城的条件匹配是解决

问题的前提 ，其中早段尤为关键 。 比如 ，若宫殿与宫

城的始建年代属早段 ，则显然超出了盘庚的年代 ；若

宫殿与宫城的始建年代属晚段 ， 则与盘庚的年代贴

近 。 凡此 ，有待具体材料的公布 。

文中所论夏代都城是指二里头遗址 ， 这是近些

年大家关心但又讨论不多的问题 。 在偃师商城发现

之前 ， 不少学者认为该遗址三期以来是成汤所建之

西亳 ，一 、二期属夏 。偃师商城发现后 ，原来持二里头

遗址西亳的学者 ，多数改变观点 ，把西亳搬到偃师商

城 ，认为二里头遗址毁于三 、四期之交 （或四期早晚

段之交 ），三期是夏桀之都 ，四期属废都后———成汤

以来遗存 。进入本世纪以来 ，有两个方面的新信息不

支持这种看法 ， 而是更有利于偃师商城发现之前的

老观点 。 一是新的考古材料证明 ，四期并未废毁 ，且

有新的大型建筑出现 ，有些方面比三期还发达 ，如青

铜器的数量等 。二是碳十四测年结果 ，唯有二里头三

期年代与通常认为的商代开始于公元前 1600 年的

说法相合 ， 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都早不

到此时 。 所以 ，二里头西亳之说的声音在经过多年沉

寂之后 ，又时不时能听到了 。 其实 ，商代开始于公元

前 1600 年的说法也是由晚及早推算出来的 ，商代积

年究竟是多少 ？仍属继续探讨的问题 ，商代开始于公

元前 1600 年的说法也不是最终结论 。 本文不受这一

结论的局限 ，根据考古材料 ，同意二里头文化早晚都

是夏文化 ， 二里头遗址从早到晚的内涵均具都城条

件 ，而同一夏都涉及到夏代早期与晚期者有二 ，一是

安邑 （禹和桀 ）；二是斟鄩 （太康和桀 ）。 安邑在山西 ，

与二里头无关 ，只有斟鄩与二里头发现相合 。

《“有南之国 ” 与西周南土的商要素———兼论晚

期文献在考古学中的适用性与使用路径 》 一文专论

与西周南土相关问题 。 之所以讨论西周南土 ，正如文

章开头所言 ，“近年来 ，叶家山 、文峰塔墓地的重大考

古发现 ，揭示了周代曾国与周代 “南 ”氏 、“南宫 ”氏之

间可能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。 ”确实如此 ，若说近年

来周代考古之重大发现 ， 首推湖北汉水之阳一系列

周代曾国墓地的发掘 ，计有叶家山 、文峰塔 、郭家庙

和苏家垄墓地等 。 联系以往发掘的曾国墓葬 ，时代从

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 ，除缺少西周中晚期者外 ，包括

了整个曾国的存在 。 其中铜器铭文所见有名号的曾

侯就多达 8 位 ，即曾侯犺 、曾侯谏 、曾侯羊 （加系旁 ）

伯 、曾侯宝 、曾侯昃 、曾侯與 （加走 “之 ”）、曾侯戉 （加

邑旁 ）、曾侯乙 、曾侯丙 。 如果曾穆侯不属以上曾侯 ，

再把曾侯犺的父亲南公计算在内 ，则可达 10 位 。 在

周代封国的考古发现中 ， 名号明确的诸侯没有任何

一国达到这么多 。 特别是叶家山曾侯墓的发现 ，确证

周王朝的南土从西周初年就包括了汉水之阳 ， 可谓

周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。

周初广封诸侯的范围 ， 主要是原商文化的分布

地域 ，在周人西土之地 ，一个诸侯国也未分封 ，这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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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诸多西周封国考古材料证明 。本文指出 ，西周南

土也应与商人有关 ，也要注意其包含的商要素 ，这确

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。众所周知 ，商文化大举南下是早

商时期 ，势力所及跨过长江达岳阳 （铜鼓山 ）、石门

（皂市 ）一线 。 商人在南土的重要聚邑以汉水之阳的

盘龙城为代表 。 可晚商以来 ， 属南土之地的汉水之

阳 ， 发现的本阶段遗址还不多 ， 且文化面貌不够明

朗 。 这涉及到晚商时期 ，商王朝与本地的关系 ，也涉

及到对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准确认识 ， 需要进一

步探讨 。 从西周初年 ，中原王朝再度占领这一地区 ，

并把当时的重要人物南宫氏封在这里来看 ， 对此地

一定非常重视 。

《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变迁 》一文

通过对周人老家 ———关中地区西周时期聚落考古

材料按时段的分析排比 ， 总结出聚落分布的变迁状

况 ，并探讨了发生这一变化的社会原因 。 文章认为 ，

在西周早期整个区域内的聚落数量多 、分布广 ，这一

时期应正处于西周王朝建立之初的扩张时期 。 但从

西周中期开始直到西周晚期 ， 关中西部地区西端的

聚落逐渐衰落 ，收缩到岐山到西安之间的区域 。关中

东部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发生 。 如此可以比较明显的

看出 ，在整个西周时期 ，周人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呈现

出从西周早期的扩张 ， 到西周中晚期的逐渐收缩的

态势 。形成这一变化的原因 ，可能与周人在西周中期

以后逐渐丧失自己实际控制的领土有关 。 这是基于

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和进行的推断 ，符合实际 ，很有

新意 。

前面提到 ， 周人灭商之后 ， 对新拓疆土高度重

视 ，大举封建诸侯 。 相反 ，对其发祥之地西土则有所

忽视 ，一个诸侯未封 。当然 ，这或与畿内之域有关 ，不

封国而仅封采邑 。但就西土所封采邑而言 ，周人也未

如重视东土那样安排 。我们曾注意到 ，西周初年周人

在东土的封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， 如最北是召公之

燕 、最东是太公之齐 、最南是南公之曾 ，而周公之鲁

位居东土之中 ，这显然不是巧合 ，乃有意而为 。 反观

西土周边的采邑 ，现知均属非姬姓贵族 （依葬俗和铜

器铭文判断 ，恕不详论 ），如西边位于宝鸡一带的鱼

（加弓旁 ）伯 、北边位于甘肃灵台 、崇信和宁县一带的

“潶伯 ”（或 “泾伯 ”）或 “阜奚伯 ”。 如本文所言 ，他们

都是仅存在于西周早中期 ， 之后便消失了 。 为何消

失 ？ 迁走是一种可能 ，但也可能有另外的原因 。

《略谈铸铜作坊的空间布局问题 》一文主要从理

论上探讨了铸铜作坊的结构与空间布局 ， 此文的写

作应与作者曾研究过部分商周铸铜作坊 ， 并有过发

掘铸铜作坊的经历有关 。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 ，首先

是讲完整的铸铜作坊应包含的配套设施 ， 按生产流

程分为四项 ， 此外还有与生活相关的设施以及废物

遗弃场所等 。 二是通过地层学原理 ，判定各铸铜设施

的所属时段 ，这是复原作坊空间布局的前提 。 这一点

对延续时间较长的作坊尤其重要 。 三是论述作坊内

不同功能设施的分布规律 ， 可根据特殊遗迹和遗物

的发现予以推断 。 如澄泥与制范设施可能距水井不

远 ；炼炉与浇铸的场所不远 ；有鼓风嘴出土 ，附近或

有冶炼场所 ；有铜或骨质刻刀出土 ，附近或有制范设

施 ，等等 。在田野考古发掘中 ，若认识到这些规律 ，则

便有可能很快取得重大收获 。 四是尽可能寻找或推

测共时的活动面 ， 以便复原同时使用的各类设施的

平面分布 ，目的与上列第二方面近同 。考虑到聚落地

貌往往会发生 “后生变化 ”，活动面被大范围保留下

来的可能比较少见 ，所以 ，如果没有可靠的活动面 ，

那么在根据保留下来的残存遗迹复原当时的活动面

时 ，如前所述 ，应想到当时在活动面上可能建有相关

配套设施 。

本文是在谈铸铜作坊的问题 ， 其实有些方面也

适用于其它手工业作坊 。与常见的居址和墓葬相比 ，

手工业作坊相对较少 ，而能全面揭露的更少 ，所以 ，

学界对各类手工业作坊的完整布局缺乏了解 ， 也未

引起足够重视 。 在聚落考古研究中 ， 尤其是大型聚

落 ，手工业作坊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，而且门类并

不单一 。 因此 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。

《东周时期铁器技术与工业的地域性差异 》一文

根据以往对大量东周铁制品的检测结果 ， 考察了人

工冶铁技术 ，特别是生铁技术的流行地区 ，以及与此

相关的历史问题 。

依学术界传统的看法 ，战国时期属铁器时代 ，因

此 ，有相当长时间 ，考古界把战国与秦汉合并 ，称为

“战国秦汉考古 ”。 但东周冶铁技术 ，如生铁技术 ，自

其发生以来 ，各国的铸造是否均衡 ，与各国的社会发

展 、势力强弱有无密切关联等 ，则探讨较少 。 本文通

过对大量东周列国铁制品器类与检测数据的系统排

比 ， 认为人工冶铁技术约从两周之际出现于中原地

区 ，之后不久 ，生铁铸造技术也在部分诸侯国中快速

传播 。 约自春战之际以来 ， 生铁铸造技术以三晋地

区 、楚地和燕地最为多见 ，相对比较发达 。 文章同时

还指出 ，在整个东周时期 ，铁兵器出现的数量远不及

铜兵器多 ，一直都未取代铜兵器工业的生产 。 换句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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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， 生铁工业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用于战争或

军事兵器制作 ， 铁兵器也没有因此而令某一国家在

军事上占有优势 ，秦统一的原因 ，与铁兵器使用没有

太大关系 。战国时期生铁技术的社会经济意义 ，主要

体现在日常生活工具和农具的制作上 ， 目前已发现

这一时期的铁器大多属于这两大类别 。

由本文的研究结论 ， 使我们想到了相关的一些

学术问题 。 比如 ， 既然战国时期铁铸农具才开始流

行 ，那么此前的商周时期的农具主要是何材质 ？依考

古发现 ，铜质农具 （包括农具范 ）也不多 ，好象仍以

石 、骨 、蚌 、木质者为主 。 又如 ，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

流行于夏商周三代的主要炊器陶鬲和陶甗 ， 约到战

国晚期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， 即使取而代之的陶釜为

数也不多 ，这很可能与铁质炊器的使用有关 。

《白水下河遗址陶鬲的制法 》一文对陕西白水下

河遗址瓮棺葬出土的 30 件陶鬲的制法进行了仔细

观察研究 ，总结出制作工艺的类别与特征 。并结合出

土层位 ，确定了成形过程发生的变化 。 在此基础上 ，

文章还与其它地区大致同时的陶鬲进行了比较 ，发

现除与山西杏花鬲略有相似外 ， 与其它地点所见都

区别较大 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。

陶鬲是一种特殊的器类 ， 自裴文中和苏秉琦二

先生开始研究以来 ，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。 2014

年 ，由张忠培先生倡导 ，杨晶主编的 《中国陶鬲谱系

研究 》一书出版 ，收集论文 20 余篇 ，内容非常丰富 。

对一种陶器开展如此广泛的研究 ， 这在陶器研究史

上是很少见的 。 白水下河的陶鬲 ，地域特征明显 ，为

充实陶鬲的研究增加了新的信息 。

在当前的学术界 ， 关注陶器制作工艺的学者不

多 ， 不少人甚至觉得型式划分与分期排队都是低层

次的工作 ， 大家的兴趣更多地投向考古材料存在的

社会背景诸方面的宏观研究 ，称之为高层次的研究 。

其实 ，对材料本身的熟识是从事宏观研究的基础 ，是

不可忽视的 。

《西周至汉代出土玉琮功能初探 》一文对西周至

汉代出土玉琮功能的探讨 ， 不是孤立地就玉琮论玉

琮 ，而是与出土背景紧密结合 ，即置于当时的环境中

考察 ，这是探讨器物功用的最好路径 。从考古资料来

看 ， 西周到汉代并不是玉琮的鼎盛期 ， 发现比较零

散 ，可在历史文献中 ，琮在这一时段却非常重要 ，因

此 ， 将二者结合 ， 对其进行综合考察便显得十分必

要 。 比如 ，1971 年 ， 西安联志村出土一批汉代玉器 ，

有璧 、圭 、璋 、琥 、璜和方形玉片等 ，依文献记载 ，有学

者认为方形玉片可能是琮 ， 合起来就是 “以玉作六

器 ”之 “六器 ”。方形玉片的形态毕竟与容易辨认的方

柱状琮区别较大 ，若非与其它五种玉器共存 ，真不敢

说它是琮 。1980 年 ，西安芦家口村又出土一批汉代玉

器 ，主要器类与联志村相同 ，但以方柱状琮与璧 、圭 、

璋 、琥 、璜相配共存 ，组成 “六器 ”，由此可以证明 ，联

志村的方形玉片应该是琮 。 这对认识汉代以及战国

时期相同的方形玉片都有帮助 ，本文都有所论述 。

文章还认为完整的 “六器 ”，到西汉中期才出现 ，

并与男女玉人配合用于祭祀 ， 琮在其中很可能承担

“礼地 ”的作用 。 《周礼 》中 “六器 ”的构建 ，很可能是

一种理想化的体系 ， 它尚未得到周代考古材料的证

实 ，但与汉代考古发现相符 。 此外 ，通过对两周墓葬

玉琮的梳理 ，认为两周时期的玉琮 ，更多地体现出敛

尸 、安葬的用途 ，其宗教 、礼仪的性质并不明显 ，与礼

书中的记载难以对应 。

《关于汉代彩绘陶器的思考 》一文是对汉代彩绘

陶器经过系统研究后的总结 ， 重点是墓葬陶器上的

彩绘纹样 ，既有经验之谈 ，也有结果之论 。 彩绘陶出

现很早 ，但汉代是其最流行 、最发达的时期 ，分布范

围非常广泛 。 针对这些特点 ，文章认为在研究汉代彩

绘陶器时 ，可以运用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，以

此为基础 ，对汉代彩绘陶器进行分区和分期 ，进而探

讨当时的丧葬观念 、社会信仰 、审美追求等问题 。 其

中社会信仰主要是神仙信仰和事死如事生 ； 审美追

求主要是用飘逸流动的线条 ， 表达写意与神似的内

容 ，时代特征鲜明 ，对后世亦产生了影响 。

在汉代以前的东周时期 ，特别是战国时期 ，墓葬

中彩绘陶器已经比较多见 ，贵族墓中尤为突出 ，所见

纹样 ，与汉代彩绘陶颇多类似 ，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

渊源关系 。

以上分别对下面一组文章 （见本刊本期 ）进行了

简要概括 ，同时穿插一些个人感想 。 概括不全 ，也未

必准确 ，读者可细看原文 ；感想未经仔细推敲 ，多属

随意而发 ，若有不当 ，亦请批评指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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